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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驱动的社会转型与
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发展

◎ 石　英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正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进而向“信

息社会”高级阶段“智能社会”的跨越式双重转型。这种双重转型具有叠加性和不均

衡性特征。驱动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是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引发社会时空、社会结

构和运行方式变化，动力来源是物理世界“质量—能量—信息”的释放和相互转化。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分别呈现加法效应、乘数效应和指数

效应增长。跨越式双重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发

展的重大机遇和历史使命。社会学学科设置需要面向未来适当拓展，由重预测转向

重建构，纳入未来学科，建构智能社会美好生活；社会学研究理念和视角应当有所调

整，变居高临下的俯视社会为置身其中的平等参与，注重拓展知识结构，更好发现和

回答时代之问；社会学研究方法既要打破数据化实证主义教条，也要跳出数字化工

具主义樊篱，回到费孝通“双重性格”理念，科学与人文融合并重，重构多元化的社会

学方法体系和学术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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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换的过程。这是一个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高频次出现的概念，通常是指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变

迁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一个表示一切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

果的范畴”。①

从定义内涵看，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意思相近又有所不同。一般理解，变迁表达的时间空间跨度要

远大于转型。社会变迁总体上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每天都在发生的渐进过程。而社会转型则是指在

社会变迁的长过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由于量变的积累而发生质变的转折阶段。社会转型是一个

①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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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历史跃迁过程，它标志着社会整体性的结构和形态变迁，涉及社会经济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深刻变化。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口规模巨大的传统

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由初步的工业社会迈向数字智能社会的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

实践。

二、“工业４．０”与“社会５．０”

２０１３年，德国政府推出的《德国２０２０高技术战略》中正式提出了“工业４．０”概念，①这一概念迅速

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工业４．０”依据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四次工业革命来划分工业社

会的发展阶段：１８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革命到来，人类由农

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进入“工业１．０”时代；１９世纪内燃机以及电力的发现和使用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

命———电力革命，进入“工业２．０”时代；２０世纪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互联网，

以及核能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一系列新型技术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至今

方兴未艾，即“工业３．０”时期；而自２０世纪末到现在正在兴起的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

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技术革命，标志着“工业４．０”时代已经到来。

工业革命，意味着产业形态发生颠覆性、根本性的变革，其本质是科学技术的革命。翻开人类文明

史，技术的出现要远早于科学。早期的科学与技术相互分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哥白尼“日心说”

的发现，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都与当时的技术没有直接关系，可以看成是科学革命。而蒸

汽机的出现则主要是技术革命而不是科学革命的产物。后来随着蒸汽机技术的发展提出了热力学研究

的需求，不仅产生了伟大的热力学第一、第二、第三定律，还使得相对笨重只能烧煤的蒸汽机进化到燃料

多样可灵活移动的内燃机技术。法拉第电磁感应的发现和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提出，不仅形成了“电学”

科学门类，也产生了电动机、发电机、无线电等技术成果，人类步入电气时代。技术与科学相互促进，科

技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也越来越高。因此，一般把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视为同

一，四次工业革命也可被称为四次科技革命。

科技发展史表明，科技革命的发生不是某一年的具体时间“点”，而是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

两次“革命”之间也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一个量变积累发生质变的或长或短过程。但总体

上，“革命”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科学与技术的转化和融合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

命就蓬勃兴起，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到现在正进入大爆发的关键时期。我们现在

所处的历史时期，实际是第三、四次科技革命交叉重叠的“过渡期”。

２０１６年，日本政府发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提出“社会５．０”概念。“社会

５.０”寓意为人类社会发展继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的“超级智能社会”阶段，并给

出明确定义：“能够细分掌握社会的种种需求，将必要的物品和服务在必要时以必要的程度提供给需要

的人，让所有人都能享受优质服务，超越年龄、性别、地区、语言差异，快乐舒适生活的社会。”②

可以看到，“工业１．０”开启了“社会３．０”———工业社会的大门；“工业２．０”进一步推动了工业社会

全覆盖和繁荣昌盛；“工业３．０”标志着人类进入“社会４．０”———信息社会；“工业４．０”则对应于“社会

①

②

见百度百科“工业４．０”条目，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Ｅ５％Ｂ７％Ａ５％Ｅ４％Ｂ８％９Ａ４．０／２１２０６９４？ｆｒ＝ｇｅ＿ａｌａ。
［日］日立东大实验室：《社会５．０：以人为中心的超级智能社会》，沈丁心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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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超级智能社会，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智能社会”。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记者托夫勒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就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

会和信息社会三大发展阶段。这里的“社会５．０”将“智能社会”看作是“信息社会”之后的一种新型社会

形态，因为从信息社会到智能社会确实有质的跃迁。当然，从大历史视角也可以认为，智能社会是信息

社会发展的成熟和高级阶段。

三、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双重转型

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通讯、破译密码以及弹道计算等的需要产生了能

够快速计算的计算机的需求。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１９４５年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成功。

１９４９年英国剑桥大学制成存储程序计算机，自此电子计算机开始了工业化生产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中期，美国英特尔公司推出微处理芯片，苹果公司开发的微型电脑标志着 ＰＣ———个人电脑时代的到来。

１９８６年康柏公司推出“３８６”“４８６”系列 Ｐ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微软开发出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自此电脑真

正成为一种普及型“家用电器”。

我国在电脑研发的开始阶段远远滞后于美国，但迎头追赶使得我们在开发应用方面的差距不断缩

小。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我国就制造出了国内第一台电子计算机。１９８２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

成功大型计算机“银河一号”。１９８４年“长城”成为中国第一台个人电脑品牌。１９９０年第一台笔记本电

脑“联想”诞生，并很快涌现出联想、方正、紫光、海星等一大批个人电脑制造商，我国家庭电脑迅速普及。

１９９５年国家计算机中心推出“曙光”系列巨型计算机，其运算速度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① 据《中国网络

发展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年中国的家庭电脑普及率达到８１．６％，大部分家庭都拥有了电脑设备。

１９６９年，美国国防部出于资源共享的需求，将电脑连接成网络建立了“阿帕网”。之后随着大量局

域网的出现，产生了去中心化的互联网，１９８２年ＴＣＰ／ＩＰ协议被正式确定为国际互联网———“因特网”标

准，世界各国按此标准纷纷加入，一个新的网络世界由此诞生。

１９８７年９月北京市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实施国际联网项目，首次接入因特网发出我国第一封电子邮

件。１９９４年中国正式接入了国际互联网，并迅速成为发展最快世界最大的网络用户。刚开始阶段，还只

是在部分高校、科研单位和政府机关有联网电脑。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几乎所有大中城市街头都兴起

了网吧。不久之后电脑连同网络进入家庭成为潮流。２１世纪初，中国城市家庭联网由电话线到光纤宽

带的同时，移动宽带随智能手机开始普及，２Ｇ、３Ｇ、４Ｇ、５Ｇ迅速迭代，本土品牌如华为、小米、ＯＰＰＯ、ＶＩＶＯ

等纷纷崛起崭露头角，并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到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无论城乡成

年人几乎达到人手一机。有关数据表明，截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１０．９１亿人，较２０２２

年１２月增长２５６２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９９．９％。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

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显示，２０２０年，全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达１１３．９部／百人。③ 随着技术的更新和市场

的变化，智能手机的更新迭代也在加速，不少用户同时拥有多部手机，市场保有量还在不断增加。而智

能手机的计算速度和功能也远超早期一般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四次科技革命是人工智能革命。早在２０世纪中叶，人工智能的概念和设想就已提出，但直到最

近几年随着大数据、算法和算力的突破性发展，才有了人工智能的爆发。一定意义上，人工智能革命可

①

②

③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湖南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６４０～６４４页。
《２０２３年中国互联网网民结构分析》，ｈｔｔｐｓ：／／ｍ．ａｓｋｃｉ．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ｈａｎｙｅ／２０２４０３２８／１０３０２２２７１１５９３０２２２２０３２５５６．ｓｈｔｍｌ。
《中国有多少人用手机？我国人均手机数量超１部》，ｈｔｔｐｓ：／／ｍ．ｇｍｗ．ｃｎ／ｂａｉｊｉａ／２０２１－０８／１２／１３０２４８１０８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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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成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延伸。当然不仅仅是延伸，而是有了质的改变和升华。所以才会有“社会

４.０”和“社会５．０”的区分。

人类智能来自人的思维，思维的器官是我们的大脑。１９５０年，英国数学家图灵发表论文《机器能

思考吗》，提出：如果由人类测试者向机器提出一些问题由机器作答，当测试者无法分辨给出答案的对

方是人还是机器，则该台机器通过测试，可以认为其具备“智能”，这就是著名的“图灵测试”。１９５６年，

约翰·麦卡锡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门新的学科。麦卡锡因此

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他所开启的这门学科实际上就是计算机科学。６０年过去，尽管计算机科学技

术已取得难以想象的长足进步，但仍未能达到图灵测试提出的标准，因此我们把电子计算机称为“电脑”

而不是称其为人工智能。直到２０１６年３月，谷歌公司开发的围棋程序“阿尔法狗”对弈职业围棋九段李

世石取得胜利，人工智能发展才算迎来了重要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２０２２年底，美国ＯｐｅｎＡＩ公司发布ＣｈａｔＧＰＴ，紧跟着一年之后又推出 Ｓｏｒａ，掀起人工智能朝向大模型

方向发展的新一波高潮。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文心一言”“通义千问”“讯飞星火”“天工 ＡＩ”等

大模型也纷纷问世。毋庸讳言，中美之间高科技发展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但站在公正立场上客观评价，

当今世界中美两国同处于人工智能研发应用水平的第一方阵，这也是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科学家的共

识。① 总体看，中国在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领域虽起步稍晚，但发展迅猛进步显著，为人工智

能革命所需的算法算力尤其是大数据准备了充分条件。２１世纪之初，中国城市的共享单车、网上购物、

电子政务、无现金支付等基于大数据的应用蓬勃兴起。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从无人商店到无人驾驶，智

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养老、智慧旅游、智慧农业……尤其三年疫情期间的社区封控管理，没有“绿码”

寸步难行，让每个人都深刻感受到，我们已进入到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数字智能社会！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错过了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但我们赶上了第三、四次工业革命，且正在奋起

直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正在经历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再向后现代智能社会

的社会转型，是两步并一步的跨越，带有强烈的补课和叠加性质，是一种跨越式双重转型。而以中国的

空间之大和人口之多，这种双重转型也必然具有不均衡性。跨越性、叠加性、不均衡性，构成转型社会的

中国特色。

四、由“点”及“面”数字化的社会转型机制

跨越式双重转型，意味着我们跨过了第一、二次科技革命，一步登上了第三、四次科技革命两级台

阶，用３０年时间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迈入后现代数字智能社会。３０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

双重转型是一种“突变”。然而对于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我们每一个个体所感受到的依然是悄无声息

潜移默化的“渐变”。尤其是伴随电子游戏长大的“９０后”一代年轻人，会觉得虚拟世界网络时空都是生

来就有的存在。

回顾我国进入数字智能社会的一些关键时间节点，可以看到，社会转型的确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

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由点及面的四个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个人电脑在我国大中城市开始进

入少数知识分子和中产家庭。移动电话也在那个时期出现，不过在当时“大哥大”只是模拟信号的通讯

工具。可以认为这是数字化设备呈“点状分布”的第一阶段。世纪之交前后，星星点点的家庭电脑通过

① 参见李开复：《ＡＩ·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２～２６页；［德］奥拉夫·格罗斯、［美］马克·尼兹伯格：《所罗门
的密码：ＡＩ时代的价值、权力与信任》，董丹丹译，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２２年，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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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线连接，互联网公司、平台和门户网站以及街头网吧纷纷兴起，但由于普遍网速较慢，只有寥寥数条

“信息高速公路”，可以称为是数字化“连点成线”的第二阶段。紧接着２００５年之后大约十年左右时间，

宽带、光纤传播以及移动互联网大幅加速，手机开始普及且越来越智能，进入“结线联网”的第三阶段。

２０１６年以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愈益成熟，“人手一机”意味着数字网

络越织越密，我国社会数字化已进入“织网成面”的第四阶段。

随着我国社会数字化“点—线—网—面”的快速扩散，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社

会时空大幅压缩，社会结构分化重组。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意味着时间和空间被压

缩。交通通讯的便捷直接改变了人们的居住形态和生活方式。农业社会人们由狩猎游牧转变为“逐水

而居”的定居；进入工业社会首先是城市化潮流，当汽车普及又带动了“逆城市化”；信息社会人类进入到

“地球村”时代。当我们跨入智能社会的门槛，城乡融合、城乡一体，旅居生活渐成时尚。生产效率的提

升，人均寿命的延长，带来大量自由时间、剩余时间。物质生活富裕之后，精神生活的需求更为迫切。休

闲娱乐，文化艺术体育皆成产业。产业形态、生产关系逐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人们的价值

观念也悄然转变。农耕文明，平原土地最值钱；工业社会，贸易往来使沿海价值显现；智能社会，旅游休

闲时代，山川河流自然生态必将更受青睐。

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生产制造业的时效，也直接改变着人们的阅读认知、人际交往和休闲娱乐方

式。我国社会由电脑普及开始的数字化进程，首先是文字，继而是图像、语音、视频。由键盘输入到手写

输入、音频视频输入，由读书到读屏、无纸化办公、多媒体融媒体普及。再进一步，随着摄像头、传感器、

存储器遍布，以及物联网、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相当部分信息会自动输入到“云”

中，越来越多的人与物都可以和存储器中数字相对应起来，形成了一个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紧密连接的

闭环，就是所谓“数字孪生”。实体空间对应于虚拟空间，虚实交错的社会空间结构打破或弱化了中国传

统社会长期形成的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圈层关系、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得以改变。

智能社会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也拉大了不同人群拥有物质财富的差距。当然，任何时代人们的收

入不可能是平均的，但当社会的物质总量愈丰富，贫富悬殊一般也会更大。狩猎社会普遍不得温饱，部

落成员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农业社会粮食有了剩余，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工业

社会资本家和工人拥有财富的悬殊远超过农业社会。信息社会出现富豪排行榜，少数人拥有的财富数

量让一般人难以想象。智能社会的生产存在较高的技术门槛和大数据垄断效应，且人工智能对技术性

白领人才的就业替代程度更高，这一方面可能使财富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

分化和重构。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推动的机制就是由产业革命带来生产生活方式

的变革，进而导致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促使社会进一步转型。

五、技术驱动社会转型的动力来源及其本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原动力。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

动对象三大要素。产业革命驱动社会转型，本质上反映生产力的演进。那么，生产力的“力”从何而来？

一定意义上，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首先是从对力的认知开始。近代自然科学就诞生于牛顿力

学。从牛顿时代开始直至今天，人们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一切原始动因统统归结于力的作用。科学家

认为自然界存在着四种基本作用力，即强力、弱力、电磁力和引力。爱因斯坦毕其一生致力于寻找统一

这四种力的理论，以揭示宇宙的奥秘。虽终究未能达成大统一目标，但毫无疑问，科学对力的认知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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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步深入。

在物理学中，力的本质被归结为能量。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定律的分别发现，是近代物理学、化学

早期发展重要的里程碑。牛顿时代及以前千百年来的物质世界，质量和能量如同两条永不相交的平

行线，相互独立、各自守恒。直到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在提出光量子和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写下了著

名的质能关系式：Ｅ＝ｍｃ２。这里 Ｅ代表能量，ｍ是质量，而 ｃ是光速。这一划时代的方程表达了质量

和能量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喻示着物质的质量其实是一种超浓缩的能量。据此，人类研制出了原子

弹。并以０.６千克物质质量转化为巨大能量的爆炸，结束了１７万人的生命。① 原子弹的爆炸使人类第

一次切身感受到科学技术所蕴藏的巨大威力，体验到“知识就是力量”的客观真理性。然而，精神形态的

知识（科学技术）为什么能够转换成物质世界的能量？知识和能量之间的关系能否得到像质能关系式那

样的数学表达？

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取的认识和经验的概括和总

结。个人拥有的知识属意识和精神范畴，存在于人的身体中。人类共有的知识则需要通过文字、符号、

图像、音频视频等记载、表达和传播。而文字符号、图像、音视频都属于信息。就是说，知识可以表达为

信息。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于１９４８年首次使用“比特”作为信息量的基本单位，定义信息为“不确定性

的消除”或“有序性的度量”。② “有序性”的反面是“混乱度”。我们知道，“熵”是表征一个体系混乱程

度的物理量。因此，信息也被直接表达为“负熵”。

１８５４年，克劳修斯提出了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这一定律直接揭示了时间的不

可逆性和宇宙“热寂”的本质。面对热寂说对宇宙命运的宣判，许多科学家开始寻找对抗熵增的方案。

１８７１年，麦克斯韦设想存在一种小妖，可以辨别和追踪系统中的每个分子并指令操控其改变运动状态，

从而使运动的分子由无序变为有序。这是一个物理学史上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其中假想的小妖被称

为“麦克斯韦妖”，其抵抗熵增大的作用相当于就是“负熵”，而信息也是“负熵”！由此似乎可以猜测，信

息与能量之间具有某种联系。随着对信息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坚信信息和能量之间一定条件下可

以互相转化，因而信息也是一种物理实体。③ “麦克斯韦妖”对分子的指令操控必须要消耗能量，这是一

种“信息—热机制”。１９６１年，ＩＢＭ物理学家兰道尔证明了重置１比特的信息会释放出极少的热量，该能

量大小即为“兰道尔极限”或“兰道尔阈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使用电脑或手机删除信息会产生

热量，人脑思考问题也需要消耗能量。“物质—能量—信息”三位一体，构成我们的物理世界。三者之间

的相互转化，成为宇宙演化和文明演进的不竭动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利用能源

和信息不断克服熵增实现熵减的过程。

“在物理世界里，只有两样东西恒久不变：能量和信息。能量比较容易理解，而信息可以转化为知

识。一种有效的可以解决多种任务的表达方法，就是知识，而知识是一种潜在的能量”。④ 知识通过信息

的形式得到记载、表达、传播，而“知识含量”与以比特为计量单位的“信息量”全然不同。或者说，知识

表达为信息是高度浓缩的，人类知识的积累所转化的能量极其巨大且难以想象，绝不是受“兰道尔阈值”

约束的那一丁点直接释放的能量。早在１７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我国改革开放之

初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或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可以得

①

②

③

④

量子学派编著：《公式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４６页。
吴军：《信息传》，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２０年，第２４５页。
［英］保罗·戴维斯：《生命与新物理学》，王培译，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９年，第５３页。
朱民主编：《未来已来》，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２１年，第３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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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证的科学理论。

“物质、能量、信息是社会渐进发展的三大要素。这三个要素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同时并存，但是每个

要素的轻重和整体结构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不同。总体上，随着时代的推进，它们从物质—能量—信

息依次重要的程度在演变”。① 狩猎社会，人作为劳动者因制造和使用石器棍棒等工具而战胜猎物，自身

也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农业社会，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变为农具和土地，劳动者除了充分利用自己的体

能，还学会了利用自然能。“万物生长靠太阳”，种植和养殖本质上都依赖于太阳能的光合作用。工业社

会，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成为主要的能量来源，人们掌握了机械能、化学能、生物能、电能等不同性质的

能量相互转换和远距离传输的知识，进而学会了质量和能量间的转换，即核能的开发，自然界储存的潜

在的能量得以充分开发利用。信息社会，数据信息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人们开始进入物质内部量子层

面探索能量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并学会了信息操控，生产力水平更是大幅提高。

如果我们对科技革命前后的生产力水平粗略评估，可以认为：狩猎社会和农业社会，人类学会使用

工具和直接利用自然能，生产力水平提升呈加法效应———逐步缓慢累积增长。进入工业社会，工业１．０、

２．０时代，生产力水平提升呈乘数效应———快速成倍增长。由信息社会迈入数字智能社会，工业３．０、

４.０时代，数字技术、信息操控，生产力水平则呈指数效应———爆发式增长。由此，我们对“知识经济”

“数字经济”等概念理念，对“新质生产力”所表现的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可以有更为深刻和本质的理解。

六、从“预测”到“建构”：社会学学科体系亟待拓展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是工业２．０时代的产物。其时正值近代数理自然科学的蓬勃兴起，牛

顿物理学如日中天，元素周期律、生物进化论等自然规律逐一被发现，确定性和决定论的机械自然观成

为不容置疑的科学真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普遍认为社会运行也会像钟表一样遵循严格的规律，而社

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和揭示社会规律，做出预测，指导行动。问题在于，社会发展变

化究竟有无规律可循？

社会学研究就目的而言可区分为“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等类型，分别回答

“是什么”“为什么”和“会怎样（怎么办）”问题。经典的社会学研究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认为虽然单个

的人行为难以预测，但人群的集合还是会表现出某种“统计规律”。然而以笔者有限的视野所见，社会研

究“事后诸葛亮”式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成功准确的“预测”却极其罕见。譬如新冠疫情期间关于病毒

流行及变异走向的专家预测，甚至美国总统大选前夕民意调查媒体选举结果预测也常有失误。

为什么“测不准”？２０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探讨提出不少新的概念和

理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影响深远；经济学家常用“黑天鹅”来形容不可预料的

突发事件；复杂性科学混沌理论“蝴蝶效应”，更是成为今天人们普遍认可的预测困难基本原因。

我们知道，开启数字智能社会的自然科学基础是量子力学理论。正是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从根本

上否定了“客观必然规律”存在的可能性。过去可以追溯，未来不可预测，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自然科学家和

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共识。“整体经济的短期波动以及所谓的‘经济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在本质上是无

法预测的”。② “在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量化预测更容易使决策者误判”。③

①

②

③

邵春堡：《未来引擎：从科技革命到全新世界》，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２２年，第２７７页。
［英］保罗·奥默罗德：《蝴蝶效应：经济和社会中那些不可忽略的小事件》，刘娟、李萌译，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页。
刘元春：《正视极端不确定性（推荐序二）》，［英］约翰·凯、［英］默文·金：《极端不确定性》，傅诚刚译，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２２年，第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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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领域的一些专家甚至明确主张，“不预测未来，而是创造可能性”。① “确定性的世界，无可挽回地被

不可预测甚至不可解释的新世界替代。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和意义，是人与自己的创造物共生演化的内

在动力”。②

“历史”不能决定“未来”，但历史决定了现在，现在正在创造未来。“量子随机性”为人的主观能动

性开辟了足够的空间。其实，正因为未来是不确定、不可预测的，存在着无限可能性，我们的生活和奋斗

才是有意义的。这也应当是社会学学科的价值之所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记者出身的美国作家托夫勒出版畅销书《第三次浪潮》，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信息

社会”的生产与生活：跨国企业盛行；人们摆脱朝九晚五工作的桎梏，在家或旅途中随时随地办公成为可

能；标准化生产让位于个性化定制，ＤＩＹ（自己动手做）兴起；知识“爆炸”，终身学习等等。该书出版时家

用电脑在美国才刚刚问世不久，互联网还处在实验室阶段，大多数人看到书中描绘如同科幻小说或神话

故事一般。然而不到４０年，托夫勒的预言绝大部分已成了现实。一方面，这种预言与其说是“预测”，不

如说是“猜测”———这种猜测既基于对科学进展前沿和趋势的了解及经验，也依赖于天才的直觉；另一方

面，也可以把“预测”理解为一种“建构”———通过“预测”为科学家和公众提供心理导向和预期，导致其

最终成为现实。

社会心理学理论有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又称“罗森塔尔效应”，通常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行

为的期望成为其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现象。即预言会造成人的心理预期，而心理预期会形成一种强烈的

心理暗示，这种暗示直接影响到人的行为，自觉不自觉地朝着预期方向去努力，最终就会使预言得以实

现。就像一些商家每年的时装趋势或流行色发布，并非是真正的科学预测，而是广告造势影响社会心

理，进而形成时尚潮流。当某种权威预测导致公众社会行为的改变，实质上即是社会的“建构”。

预测即建构！托夫勒以《第三次浪潮》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未来学。近年来一些中国读者比较熟

悉的科普著作如《世界是平的》《未来简史》《人类简史》等畅销书，也都可称得上是未来学的经典。显

然，未来学是文理交叉学科。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现行版本中，“未

来学”被划归为“管理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然而，管理学通常着眼于细分的专业和门类，而未来学

本质上应当面向宏观整体的社会发展，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因此，建议在学科分类标准和高校学科设

置中将未来学调整为社会学大类下的二级学科，或者在科技社会学二级学科下增设未来学研究方向

（三级学科）。

跨越式双重社会转型，是现阶段中国最大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构建必然以此为背景。

“我们必须共同决定，我们是在宏伟技术的帮助下为人类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还是以牺牲人类为代价建

设一个更好的技术的未来……出现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未来是可能的，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只能反躬自

责”。③ 面向未来，纳入未来学学科，回答社会转型期的时代之问，引领数字智能社会发展，建构美好生

活，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历史使命。

七、从“俯视”到“平视”：社会学研究视角应当调整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将近半个世纪，社会学学科建设从无到有，取得长足发展，人才队伍和学术成

①

②

③

胡泳：《相信人，还是相信机器？（推荐序一）》，［美］戴维·温伯格：《混沌：技术、复杂性和互联网的未来》，刘丽艳译，中信

出版集团，２０２２年，第Ⅶ页。
段永朝：《思想的魅力（推荐序二）》，［美］戴维·温伯格：《混沌：技术、复杂性和互联网的未来》，刘丽艳译，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２２年，第Ⅹ■页。
［瑞士］卡洛斯·莫雷拉、［加］戴维·弗格森：《超人类密码》，张羿译，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２１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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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与此同时，社会学界一些学者却对于学科发展有一种危

机感。近年国内有高校的社会学本科专业由于就业率偏低被消减，在西方国家也有将社会学视为“无用

之学”而取缔。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最应当紧贴时代的社会学学科发展，似乎还有些跟不上时代

的步伐。为什么社会学“无用”？社会学的价值体现在哪里？这有必要从学科自身定位进行反思。

社会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和分析单位。社会到底是什么？自社会学学科诞生以来，我们对于社

会概念的认知一直在不断演进和深化。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概念的定义已不下数百种，但总体看无非是

五个方面指向：与自然相对应的社会；与作为个体的人相对应的社会；与社区相对应的社会；与经济相对

应的社会；与国家或政府相对应的社会，即市民社会。

旅居海外的社会学者丁学良先生在纪念已故社会学家李强的一篇文章中回忆，李强多次讲过“清华

大学当年有社会学专业，就是因为吴文藻教授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重视的是朝

廷，忽视的是社会，而我们不能够忽视社会，因为社会就是民间，社会就是民众，社会就是人民，社会就是

草根，社会就是希望。……我们要研究社会，要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底层动力”。① 这段话表明，中国学

者们早已认识到，我们的学术传统缺少平民视角。而来自西方的社会学一直标榜其科学性，强调研究者

的客观和价值中立。正是这种立场的学术训练，更使得一些社会学研究者以高高在上的视角俯视芸芸

众生。沉迷于自说自话、自我陶醉、自娱自乐式研究，满足于诠释政策，“发现”常识，反复“实证”理

论，探寻并不存在的“规律”。却始终找不到真问题，提不出新问题，当然也解决不了转型社会出现的

诸多问题。“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在自然科学家看来就是笑话……实证主义并没有让人文社会科学获

得尊严”。②

处于跨越式双重转型期的中国，科技与社会关系愈益密切，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运行的核心要素。

一方面，“科技向善”的美好社会建设，有许多制度、政策、伦理、法律问题亟须社会学介入研究，如网络社

会的隐私与数字安全问题、“机器换人”带来的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数字鸿沟”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

和社会阶层重构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公众对未来的盲目乐观或恐惧担忧问题，人工智能与人的价值

“对齐问题”，智能工具带来人的异化问题，“信息茧房”困扰、知识教育与创造力培养问题，“唯科学主

义”与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剧烈冲突问题，也都有待于社会学视角的解释和回应。

“每一个组织，每一家企业，在管理、工具和流程上，如何让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跟所有的社会机制

更好地对接，一起互动，一起协作，让数字化真正造福于人类，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计算机科学对世

界的描述其实不够完整，要真正做好必须是计算机科学加上经济学家。……一般开发团队一定有一位

优秀的经济学家”。③ 然而可以看到，今天能够参与到人工智能开发团队的社会学家只是凤毛麟角，远不

如经济学家和新闻传媒工作者。面对智能社会向何处去的公众疑惑，社会学家也往往回答不了，更不用

说引领智能社会发展。

社会学之用，就在于学习社会学能够使我们对所处的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能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

开阔，看得更为长远，能够让自己并帮助他人更好地融入和改善社会。在这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社会，在这个急剧转型的数字智能社会，社会学者不应当以“文科生”而自居自足。３０年前费孝通先生

提出要拓展社会学传统界限，其实也包括拓展社会学者的知识结构。更重要的是，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应

当由“俯视”转为“平视”———当然不是要放弃社会学宏观整体的分析视角，而是要改变研究者居高临下

①

②

③

丁学良：《同一代人，同一种追求———李强活在丁学良的记忆里》，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ｓｉｘｉａｎｇ．ｃｏｍ／ｄａｔａ／１４８７９３．ｈｔｍｌ。
优锐研究所：《实证主义———已经“过时”的主流范式》，ｈｔｔｐｓ：／／ｚｈｕａｎｌａｎ．ｚｈｉｈｕ．ｃｏｍ／ｐ／６８１３５９６５４。
朱民主编：《未来已来》，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２１年，第３３１、３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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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站位，由“外来者”变为“自己人”立场，深度参与智能社会建构实践，如此才能够更好地回答时代之问。

八、从“数据化”到“数字化”：社会学学术范式需要重构

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小农经济转变为大规模生产。工业社会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规模化、标准化和

数据化。相应地，智能社会特征则表现为多样化、个性化和数字化。这里，数据化与数字化有何区别？

近代自然科学起源于“实验＋数学”方法。数据是数学运算的基础。诞生于工业社会的社会学，数

据化是其与生俱来的特征。社会调查研究首先要将概念操作化为可观测的指标，经取值测量获取数据

（变量）。量化社会学研究本质上是以规模化、标准化的数据为中心的统计分析。这里的数据是指经人

工测量获取并整理的结构化、十进制的数字。

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的转型驱动力源自计算机技术。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无论文字、图像、语音、

视频，都会被转换成用０和１表示的二进制代码，这一过程就是数字化。这里的数字实际是自动生成、

杂乱无章的非结构化数据。

可以看到，数据、数字经常是被混用的。或者，数字即通常所说的大数据；相应地，数据可称小数据。

本文为叙述的方便将其加以区分。可以将数据看成是数字的一个特殊子集。我们把对结构化小数据进

行数学运算处理的过程称为数据化，把大数据的计算机算法处理过程称为数字化。因此，今天的智能社

会也常常被称为数字智能社会、数智社会、数字时代。

社会学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其学术范式必然反映那个时代的特征。随着时代跨入信息社会、智能

社会，客观上要求以小数据统计回归分析为主的传统方法转向大数据聚类算法，即数据化研究范式向数

字化范式转型。计算机技术尤其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新模型、新工具，

在此背景下“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正蓬勃兴起，不少人认为其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学

研究的主流学术范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依托于计算机互联网的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方式，并不能完

全替代真实的面对面人际互动，不能替代置身其中深度参与的田野调查。

“计算社会科学”的基本思路和出发点，本质上仍未跳出工业社会的实证主义范式，未能从根本上摆

脱不顾人性的复杂性、简单把“人”及其行为归结为“数据”、把“人”的研究交给机器的“方法主义”研究

理念。大道至简。面对高度复杂的社会巨系统的运行，也许我们从直觉出发得到的判断比数据分析要

更加贴近于真实。有人工智能科学家以自身经历发出呼吁：人不能把自身命运的决定权交给机器，“有

时候，直觉反应可能会更好”！①

双重社会转型，在方法论上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也意味着科学主义的量化分析方法

向人文主义的整体把握直觉判断的回归。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双重性格论”具有极其深刻的学术洞

见。数字智能社会的社会学仍然需要保持自我，保持基于直觉的社会学想象力，以方法的多元化重构社

会学学术范式，而不能把自己演变成为一门计算机科学的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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